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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身份的认同是法国电影 《阿黛尔的生活》一

直要表达的主题，影片开场借用了马里沃的小说《玛丽

安娜的生活》里的话语来引出这一点：“思想占据了我，

我是一个女人，我讲述我的故事。 ”阿黛尔作为一个女

人的存在，不是由出生便已完成的，而是在自我发现、

自我认识中不断生成的。 她在对身份的选择中， 总会

“受控于自我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张力”［1］。 自我有时会

主动摄取他者、迎合他者来进行身份建构；也会抵抗权

力话语对个体的规训，追求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与区分。

在这一充满弹性的过程中，我们得以明晰地看到权力系

统对于个体的操纵力量，并从中寻找到突破的可能性。

一、语言的缺席与身体的归顺

性与语言是人类自我表达的两个最根本的方式。

在个人身份认同中， 主体的自我首先表现为躯体的自

我，其次是作为言说的自我来参与整个建构过程，因而

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个体以身体和语言的共构来进行

一种“自传性叙事”的过程。 影片中的阿黛尔多数时候

不善言辞，面对知识—权力体系对个体的规训，总是处

于沉默状态，不得不转向口欲与性爱来作出被迫的“回

应”。这种身体与语言不和谐的共构让个体自传性叙事

无法顺利进行。

1. 文化身份的不成熟———语言的缺席

艾玛作为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其语言系统

在话语权力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当话语要求一个言说

的主体为了要发言而必须参与那个压迫的框架———

也就是理所当然地认定那个主体本身的某种不可能性

或不可理解性———的时候，话语变得具有压迫性。 ”［2］

因而，出身劳工阶层只受过高中教育的阿黛尔因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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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的存在而成为一个“失语者”，二者言语上的不平衡

象征了这对女同性恋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不对等。

阿黛尔对于艾玛画作的形容总是 “这些画很漂

亮”“你的作品很震撼，我无法形容那是什么”；在家宴

客时，面对艾玛关于哲学、美术、影视媒体等方面的朋

友们时，她只能这样介绍自己：“我在学校当老师。 ”当

他们谈论希腊神话里的男女性高潮差异时， 却只能作

为倾听者而无法插话； 当他们谈论画家席勒、 古斯塔

夫-克林姆等绘画风格时，借口自己“可能忘了”来掩盖

无法回应的尴尬。 这样的阿黛尔就像宴会里放映机里

放映的默片《潘多拉的魔盒》里的女主角，经常被困在

无言的牢笼之中，内心惊惶不定却无法出声。 相反，在

与她处于同一阶层， 并完全接受了自己是男同性恋身

份的男性密友 Valentin 面前，她反而可以很好地吐露

心声：“是我的问题，是我缺少了什么。 ”

“沉默是表示被排斥在关系之外以及缺乏权力的

透明能指。 ”［3］影片正是通过阿黛尔的不善言辞放大了

文化身份不成熟的主体在语言上的缺席，同时也放大了

知识—权力体系对个体操控的影响。她的躲避是她语言

的缺席以及文化身份尚不成熟的象征，这种无法表达言

说的困难正是她有着自我身份认同困境的表现。

2． 被建构的性欲———身体的归顺

“性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空里由权力、话语、身体

与情感构成的一个整体。 ”［2］当语言成为个体身份认同

中的障碍时，剩下的便只有身体。 可以说，除了恰如其

分的语言以外，不存在其他可能的救赎，唯一的救赎便

是语言与身体共构的和谐。面对“他者”的嘈杂，阿黛尔

被迫以身体或行动作出回应， 转而向艾玛表示亲密邻

近性关系的性爱。“邻近性，就其自身而言，携带着一种

矛盾”，“它既可以是积极的（爱、亲密），也可以是消极

的（侵犯、敌意）”，在她们二人彼此混杂的邻近关系中，

可以从“上—下（或高—低）这种维度得到表征”［3］。

电影的第一场性爱场景中，阿黛尔最先采用跪姿

来取悦艾玛， 带有臣服性的 “跪姿降低了一个人的高

度”［3］，这一空间符码是表示她“权力减弱的透明能指”。

第二场性爱发生时， 阿黛尔初次意识到了自己与艾玛

在经济、阶级、文化上差异。于是，她不仅在艾玛的引导

下喜欢上了牡蛎①这一带“性”暗示的符号，而且餐后

的性爱变成了艾玛完全主导， 艾玛驾驭性地从后面

抓住阿黛尔的头发，阿黛尔则是被动的从属者。 这些

表意活动都是两人权力不平等的体现。 而在第三场

性爱中，两人使用了语言来交流性爱感受。 艾玛以给

阿黛尔补习哲学课来“比喻”两人之间的性爱，给阿

黛尔的表现打分说：“你还需要学习。 ”阿黛尔则表示

“我会继续努力的”。 此时，阿黛尔的身体与性欲被艾

玛代表的知识—权力体系抽象并固化成具体的言词

和语句， 就如同作为具有能动性主体的阿黛尔被艾

玛以萃取式的方法画入画作中一样， 沦为艾玛力量

和欲望对象的能指。

正如巴特勒所说：“即使是在一个‘解放’的异性恋

情欲或女同性恋架构里， 权力关系仍持续建构着女性

的性欲。 ”［2］面对语言的缺席，阿黛尔的身体在“知识论

述、 权力运作以及社会道德链接在一起的关键链条”

中，沦为被操纵、被宰制的地位，成为“知识、权力和道

德游戏棋盘中一个被耍弄的棋子”［4］。 但是，正是因为

对身份认同的焦虑， 阿黛尔对食物和性爱有着不断探

索、实践的欲望，在应对这种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权力体

系对个体的规训时， 她虽然一方面沦为对艾玛代表的

语言体系的归顺者， 另一方面也具有了僭越这种知

识—权力体系的可能。

二、语言上的反抗与身体的献祭

面对艾玛代表的知识—权力系统的规训，阿黛尔

在后来同时出现了语言的拒绝和身体的献祭两种行

为， 这也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弱势文化与主流准则的相

交之处的矛盾表现。

阿黛尔在语言上的两次说“不”发生在艾玛在家

宴客的场景里。起初，艾玛为了掩饰阿黛尔在文化身份

上的不成熟， 担心因此给自己带来社交上的尴尬而故

意对画廊老板夸大阿黛尔的写作能力。 艾玛这种夸赞

是处于主流文化地位的准则对于阿黛尔这个文化身份

尚不成熟的主体的规训，而阿黛尔则用“迄今为止我只

是写日记而已”进行了第一次拒绝。 宴会结束后，艾玛

①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就普遍认为牡蛎是一种壮阳催情的食物，之后也用牡蛎来隐喻女性的生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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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表示希望阿黛尔进行创作，并给以下三个理由（左

栏），阿黛尔则相应地进行回绝（右栏），并且明确表达

出艾玛“这样固执己见自己很受伤”。

艾玛 阿黛尔

（我认为）你可以虚构 （我）不懂怎么做
（虚构）

（我认为）你喜欢构造故事 （我）不擅长构造故
事线

（我）希望你更充实 （我）有你就很充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对话伴随的是两人之

间权力的不平等。艾玛发起对话，并且以省略施事主语

的半命令形式， 而阿黛尔进行回绝的语言是吸取并否

定艾玛的命令内容来表达她的反抗。根据巴特勒的“述

行理论”，我们认为阿黛尔的语言就是她的行为，她的

这种拒绝的行为是通过她的语言完成的。也就是说，这

种在语言上拒绝响应艾玛要求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

在完成反抗这一行为。因而，阿黛尔拒绝的行为通过她

的言语行为一再被表述，“她拒绝的是将她自己与行为

分离的语言的可能性”［5］。 如此一来，通过吸取和占有

艾玛的语言，阿黛尔完成了反抗，也完全打破了两人之

前在权力关系中的暂时性平衡。

但同时，就像影片课堂场景中提到的古希腊悲剧

《安提戈涅》里的主人公一样，阿黛尔也“还是个孩子”，

她的文化身份尚不成熟，在文化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

“她拒绝自己但弱小，起码那天不行，在那天她会说不。

她说不的那天，她死了。 ”而同样，从“沉默”的到说“不”

的阿黛尔想要反抗语言权力系统的规训， 就不得不进

入到艾玛代表着的理性秩序的象征界中， 并获得其在

这种语言秩序中的位置。“符号进入象征秩序时受到的

压抑构成了语言中的冲动性压力”［6］，在这种僭越性的

努力中，原来的阿黛尔“死去了”。

这种主体语言身份“死去”一般的消解，让阿黛尔

接下来用身体去向艾玛再次表示了屈服：“我想要你。”

反抗后的她与反抗前归顺的她之间的偏差产生了类似

“错误”的自我认知，她的身体也似乎作为客体或工具

而受到幕后的已经偏移的自我身份的操纵。 这种语言

反抗后的身体屈服让身体变得具有某种“牺牲”品的意

义。 这种身体上的献祭姿态就是阿黛尔文化身份不成

熟、语言缺席的象征。她对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

语言秩序拒绝后又服从的不彻底性， 让影片所表达的

文化权力系统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被弱化、消解掉了。

三、性别身份认同的归顺与僭越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

颠覆》中指出，当人们说“这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对性

别的建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一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

权威反复重复， 并不时地强化或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

果”。 “命名既是设立界限，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 ”［7］

当影片在重复强调“我是一个女人是事实”的时候，也

意味着被称为“女人”的阿黛尔的主体在这种反复灌输

下被迫去“引用”性和性别规范，并在之后的实践探索

中不断加以模仿并进行“表演”，以便成为那个“召唤”

她的统治阶层规定下的合格主体。但是，这种重复的模

仿和表演是不连续、不稳定的。性别表演中常常出现断

裂，这种断裂既让主体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也让主

体性别身份的建构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形成过程中。

阿黛尔这一主体也由于性别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便得

以在实践中发觉更多的生存空间和个体价值， 实现对

社会性别规范的某种程度上的僭越。 由于这种归顺与

僭越的反复， 主体在对性别身份的认同过程中才可能

实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和进步。

在电影中，阿黛尔起初在学校生活中是以异性恋

的身份存在的。遇到女同性恋艾玛并对她一见钟情后，

阿黛尔遭到了学校同学群体性的质疑并被原来的社交

圈子孤立。我们可以看到，阿黛尔这样徘徊在男性与女

性之间的模糊的双性恋取向是不被单一的性取向和异

性恋霸权机制所允许的， 但是她在这样的社会群体压

力下仍然没有将自己的性向进行单一的身份归类。 在

影片中，她从始至终也没有对自己的父母、朋友、同事

承认对于女性的爱恋倾向， 最后她背叛艾玛进行出轨

的对象又是一名男性。 有着强烈流动性向的阿黛尔一

直处于不稳定、不连续的性向实践里，而持续进行这种

尝试爱恋不同性别对象的实践也是她在性别身份认同

的困境中挣扎和探索的表现。 在身份认同困境里挣扎

的阿黛尔 “因为害怕面对自己一直压抑和所否定的情

欲，怯于质疑向来自以为最凝固的性身份”［8］，而成为

了既被原有的朋友群体孤立也被艾玛所鄙弃的“‘离散’

流浪于两个领域（异性恋 ／同性恋）之间的流浪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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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电影文本进行重新编码，阿黛尔的这

一“流浪者”身份则可以得到更好的透明解码。 从结构

主义叙事学的角度看， 这三个人物生活于影片中的世

界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事实的符号。 应用“符号矩阵

理论”，我们可以将《阿黛尔的生活》看作是一个关于女

性性别特质是否凝固的对垒模式， 将影片中先后出现

的三个主要相关连的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女人 （即阿黛

尔、艾玛以及艾玛与阿黛尔分手后的伴侣丽兹）进行重

新编码，从而得到影片故事的新的文本意义。

在这种编码体系中，人物的关系是通过在性别扮

演中的角色来体现的。 阿黛尔作为单一性别机制中的

异类，她的穿着总是随着场合、身份的变化在男性化与

女性化装扮之间交替，她既与男性也与女性交往，是女

性特质不凝固的代表。艾玛具有男性性别特质，她留着

男性化的短发，极具事业上的野心，这些都是西方文化

中关于男性的习惯性能指， 并且她对阿黛尔的双性恋

倾向十分鄙弃， 所以将她作为反女性特质不凝固的代

言者。两人的对立是电影情节发展的主线。随后丽兹作

为文本的第三者出现，她是一名孕妇，在生子之后与艾

玛住在一起并照料生活起居，是非女性特质不凝固者。

而此三者在不同维度内彼此区别，却又彼此联系；而维

系他们的主题，即是非反女性特质的不凝固，也就是在

结构主义下的《阿黛尔的生活》性别身份认同中的一个

新的意义：对女性特质的凝固，也即单一（女性）性别区

分机制的僭越。

如下图所示：

女性特质不凝固 反女性特质不凝固

（阿黛尔） （艾玛）

非反女性特质的不凝固 非女性特质不凝固

（反抗与僭越） （丽兹）

我们可以看到，反女性特质不凝固的艾玛与非女

性特质凝固的阿黛尔之间的对立是影片故事的主线。

在阿黛尔的身上，女性特质是不凝固的，她的性别倾向

也是不稳定的。一方面，她会随着不同的场合变化来进

行不同的“扮装”，来实现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

切换。 在与艾玛一起宴客以及后来因出轨被赶出家门

又企图再挽回艾玛时，阿黛尔特意穿上了裙装，这一女

性表示相对于男性的习惯性能指表明女性特质在她身

上暂时性地凝固，是一种迎合、归顺的体现。 而当她去

学校做老师时会穿着裤子和男式的宽大西服， 工作起

来沉着稳重， 这是她在社会性的工作中流露出男性特

质的表现。 这种服饰转换就是阿黛尔面对社会规范时

的“性别表演”。 巴特勒认为，这种不同的“扮装”行为，

是对性别表现方式的一种否定。 阿黛尔就是通过 “扮

装”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单一性别区分机制的颠覆

与僭越。而另一方面，她面对艾玛以工作为借口的冷落

而与男同事出轨，对男性故意做出“摆胯”“扭臀”“抛媚

眼”等动作，这种表面上故意以女性特质吸引男性的行

为，是为了应对作为艾玛冷暴力而做出的发泄和“报复”。

而这种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游走行为让艾玛怒不可

遏，大声骂着双性恋的阿黛尔是“贱人”“婊子”，并把她

赶出了家门。 这种贬义的称呼是反女性特质不凝固者

对于女性特质不凝固者的愤怒指控和批评。 阿黛尔被

艾玛赶出家门则是她这个女性特质不凝固的跨界者被

单一性别区分机制驱逐出境的象征。

阿黛尔女性特质的不凝固让她陷入个体性别身

份认同的困惑和单一性别机制对个体的巨大压力中，

她既有着向性别规范归顺迎合的倾向， 也在性别疆域

的边界之间徘徊游离， 以至于与艾玛分手后的三年时

间里无法走出阴影，找到更好的感情归属。阿黛尔过去

的同性恋取向已被质疑，后来又不被同性恋群体接受，

成为了为离散游走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流浪者，

个体的身份认同如流离失所的移民一般， 无法在两个

群体之间找到真正的归属。

但是，这种个体女性特质的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

却动摇了社会规范里单一性别机制对主体性别的风格

化、程式化的重复建构，让阿黛尔成为打乱异性恋机制

和单一性别区分的破坏者和僭越者，“它的出现表示统

治结构中出现了断裂和罅隙”［3］。 正是由于在这种归顺

与僭越的反复， 使她在性别身份的认同过程中具有了

开放性和变化性， 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谋求到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和个体价值。

综上，通过对阿黛尔在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中的归

顺与抵抗的多重解读， 我们得到了藏匿于电影故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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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新的意义：在知识—权力体系的运作下，个体的抵

抗和拒绝依然存在着被纳入到体系内部的趋势， 依然

有着被归顺到权力体系的合力中的可能， 这是主体身

份认同中所要面对的更深层次的困境。但同时，主体在

身份认同中保持自身特质的开放性、 流动性也让我们

看到了面对权力规训来争取个体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个

体价值的可能。

这也与影片最后开放式结尾所要表达的含义不

谋而合， 阿黛尔即使依然处在身份认同的困境和矛盾

中， 也坚强地独自一人沿着某条街道走向未知的充满

无限可能性的远方，阿黛尔的生活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柯西胥的这部电影也因此有了更独特的艺术魅力。 就

如伽达默尔所言：“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

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 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

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

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中被过滤出来， 而且也指新

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 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

出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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